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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主义而非修正主义：
中国全球角色的浮现

朱云汉


　　 【内容提要】　中国实力的上升并在全球事务上表现出的更大雄

心，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在 “美国第一”口号下对于战后由之缔造的自

由国际秩序的破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引发了世界范围有关自由国际

秩序前景的深切忧虑。“中华治世”会否取代逐渐衰退的美利坚盛世下

和平？借用奥兰·扬有关国际领导权的分析框架，本文发现中国已经在

过去几年的全球治理中成功展现了其行使结构型、创业型和智识型领导

权的能力、意愿和技巧。从长远来看，国际领导权更迭的未来已经从这

里开始起步。尽管中国全球战略的轮廓仍在逐渐地展开并完善着，但追

求与既有霸权的 “建设性交往”、捍卫并改革多边主义架构、深化南南

合作以及保卫国家的经济生命线是其中最关键的四个组成部分。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一个试图建立一套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相对的全

面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西方世界的这一错觉来自他们西方中心的两类

思维，也即将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上的三类自由主义元素混为一谈，

并固执的将现存的等级秩序与自由主义的规范和原则混为一谈。中国只

准备在现有秩序的架构内，在其资源、能力和责任明显合宜的领域，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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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建设性的改良者角色。后霸权下世界秩序的复杂多样既非美国盛世下

的和平也非 “中华治世”所能覆盖。

【关键词】　世界秩序　国际领导权　修正主义　中国全球战略

一　导论：“中华治世”会取代逐渐衰退的
美利坚盛世下和平吗？

　　随着中国开始追求更具雄心的全球议程，西方政治领袖中对中国快速发展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特别是支撑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价值观和规

范的潜在威胁的担忧正在日益加剧。

德国前外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 （ＳｉｇｍａｒＧａｂｒｉｅｌ）在即将离任的前夕，于

２０１７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开火抨击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指控这一倡议代

表了中国 “企图建立一个全面的体系，从而以符合中国利益的方式重塑世界”。

他警告称，“这已经不再只是经济问题：中国正在发展一个可以替代西方模式的

全面体系，这一与我们所不同的模式，并非立足于自由、民主和个体人权”。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他最近向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也以一种更加含蓄的方式

发出了类似的警告：“包括联合国和北约在内的那些制度的弱化留出的真空地带

会使那些并不与美欧享有相同价值观的崛起大国乘虚而入。”他并没有以点名的

方式提及，但很明显他意指中国。

唐纳德·特朗普 （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已经迈出了更大一

步。特朗普政府的首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ＮＳＳ）２３次提及中国，且集中于

指认中国带来的不断上升的威胁，并誓言美国将会进行反击。这一文件还正式指

认中国是正在挑战美国利益的两个 “修正主义国家”之一 （另一个是俄罗

斯）———它们试图打造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的 “修正主义

国家”。该文件还确认 “美国的责任不仅是要与中国的战略做抗争，还要阻止中

国将自身意志施加于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小国以及干涉他们的政治体系”①。

西方政治精英对于中国正在展露的全球影响的担忧是合理的吗？它在多大程

度上反映的是对于中国在全球性议程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及其带来的深刻挑战一种

出于偏颇而狭隘角度的理解，而无视其复杂而多面向的内涵？是否有足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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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支持所谓中国的全球战略乃企图以一个全面、可替代的体系取代美国领导下的

体系的这种流行论断？本文尝试破解并解决这一在西方社会中极易激发一场情绪

主导政策辩论的棘手问题。下文将分四步推进。首先，通过应用最早由奥兰·扬

（ＯｒａｎＹｏｕｎｇ）引介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本文解释了为何中国有潜力成为可靠的
全球领导者并有能力成功地局部取代美国的领导角色，特别是如果美国越来越转

向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其次，本文为中国正在酝酿的全球议程的基本轮廓提供

了分析，探索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更为宽泛的意涵。

再次，本文正面回应了西方社会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是否是一个矢志于推翻西方

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的讨论。最后，在结论中，本文认为后霸权的世

界秩序将会是复杂和多形态的，无论是美国盛世下的和平还是 “中华治世”都

将难以撑起。如果西方政治精英真诚地希望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世界秩

序的遗产，对他们而言，明智的也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选择就是承认在守成国和崛

起国间进行利益和责任的再平衡，在维护和改革现有多边国际制度以及落实多边

合作倡议以解决威胁到全球共同体的社会可持续性的新挑战的问题上，与中国

（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建设性地交往才是当务之急。

在本文中，“美国盛世下的和平” （Ｐａｘ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一词被用来表示 “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更经常地，两者被交替地使用着。美

国盛世下的和平经常被定义为一种 “自由霸权秩序”。它是一种霸权，是指美

国过去在从军事、经济、货币与金融、科技、文化到意识形态的国际体系的每

一个重要领域都享有绝对优势。根据它规范性的建构 （虽然真实的结构更为

混沌而且内部矛盾重生），它之所以是自由的在于美国寻求将国际体系转变为

一个基于规则、由开放的多边制度进行管理的秩序。霸权方受到制约不会为了

攫取短期单边利益而去滥用其权力不对称关系下的优势。美国利用其优势力量

使其他大国协调彼此多元，有时甚至是冲突性的利益，以及联结起来维护相互

间的共同利益，以实现诸如永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等更大目标。同样在规范性建

构的层次上，军事力量的使用受到联合国安理会或是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的高

度节制，战争和侵略不再被认为是解决国家间冲突或是增进国家利益的合法手

段，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也被严格管控。

此外，依据持 “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家们的说法，霸权在保证世界经济稳

定运行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公共产品不仅

包括和平、安全和开放的贸易体系，还包括跨越国界的产权保护、航行自由、国

际商业交易规则的标准化以及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霸权还扮演着危机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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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角色，在金融危机中以贴现和别的方式提供流动性扮演最后借款方，在国际性

衰退时扮演最后购买方，也即提供反周期财政刺激和为滞销的商品维持一个相对

开放的市场。① 像 “霸权稳定论”的先驱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这样的学者就相信，这些公共物品的稳定供给需要一个霸权来承
担起主要的责任和负担。只有霸权拥有政治和经济实力来强迫其他主要利益攸关

方遵守规则并分担成本。许多主流国际关系学者质疑维系一个自由国际秩序是否

必须要有霸权，但他们可能都同意在其他主要的利益攸关方出现之前，霸权可能

是缔造自由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②

即便是自由国际秩序最坚定的拥护者也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主导

的自由国际秩序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具有自由特征的等级秩序。③ 透过建立规范

和制度对其他国家行为体施加战略约束，以及基于实力的等级制合法化的系统性

努力，霸权体系以制度化形式出现。但许多特权被保留给了构成秩序核心的霸权

国和其他主要大国。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获得平等相待，许多情况下规则以对

主导行为体最有利的方式被创造和应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自由霸权秩

序总是脆弱的，因为随时可能遭受其创立者的片面行动与短期机会主义行径的践

踏，霸权国的任意违规行为可能扰乱甚至动摇体制的合法性。

如今，许多观察家都相信我们正在逐步接近美国盛世下和平的终结。美国不

仅不再在全球政治经济诸多领域享有绝对优势，支撑美国主导的具有自由特征的

世界秩序的国内基础也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主要由新兴国家崛起以及伴随的地区

利益带来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重心的转移，已经导致了世界秩序逐步脱离了

美国的单一主导地位。④ 在唐纳德·特朗普治下，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式微势必

加速。特朗普政府不仅放弃了国际领导者的地位，其不明智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单

边主义、孤立主义正在损害许多美国帮助建立的多边制度。正如约翰·伊肯伯里

（Ｊｏｈｎ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所哀叹的：“大国缔造的秩序来而复往，但它们往往终结于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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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而非自杀。”① 然而，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能否成功取代美利坚盛世下的和平？

西方的政治精英们应当为这一前景而警醒吗？

二　领导权更迭：未来已经到来？

仅仅在几年之前，有关 “中华治世下的和平”或是中国主导世界秩序的讨

论，最初仍然只是少数富有好奇心、前瞻性的学者和一些大趋势分析家的纯学理

探讨②，而非框定西方政治领导人和栖身于智库的政策分析家们展开政策辩论的

工作假定。③

好景不在。西方的许多政策制定者 （他们或许并不乐见这一前景），突然感

到被迫要严肃的面对正在浮现的现实。他们要么动员国内和国际的支持来直面这

一威胁性的转变，要么弄明白如何重新定位其国家的政策方向和优先事项，以与

即将到来的领导权更替可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相搏击。

历史学家可能会指出几个清晰标识了从美利坚治下和平向 “中华治世”过

渡的具有分水岭性质的事件：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伴随的全球经济
治理的接力棒从Ｇ７向Ｇ２０的交接，以及最令人震惊的，２０１５年奥巴马政府劝说
其最紧密的西方盟友不要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ｓｉａｎ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ＡＩＩＢ）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目睹亚投行在美国的极力
阻扰下仍成功设立，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摩斯 （ＬａｒｒｙＳｕｍｍｅｒｓ）评论道：“过
去一个月可能会被作为美国失去其作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角色的时刻而被铭

记。”④ 毫无疑问，这一转换进程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特别是他要求美

国退出巴黎协定与泛太平洋伙伴协定 （ＴＰＰ）和伊核协议的决定而加速。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石正在被政治上的内爆所撕

裂———随着特朗普带领美国从国际领导地位上退却并转而攻击现存的多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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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欧的许多主流政治势力被左翼的激进反全球化运动和右翼的反欧盟民粹

主义运动所冲刷———中国反而成了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灯塔，成为推动世界经

济增长和经济一体化继续前行的主要动力源泉。当２０１７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首次获邀在全球商界精英齐聚的年度冬季度假胜地达沃斯向世界经济论坛发

表主旨演讲时，他们才不情愿地意识到如果世界要寻找美国的继任者来维系全

球化进程的动力，在日益上升的狭隘民族主义、保护主义面前保护多边协定，

承担使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向着取得长期目标成果的方向聚合起来

的主要责任，从而避免全球政策议程偏离全球相互依存的现实，以及重塑经济

开放的合法性并处理其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后果的迫切需求，中国是眼下唯

一有望的备选国家。

在多大程度上中国已经具备成为可靠替代者所必要的能力和水平，如果我们

使用奥兰·扬的框架来衡量国际领导权的有效性，答案可能会使绝大多数的西方

观察家感到震惊。① 在扬最初的构想中，他区分了三种领导权，可以回应解决或

是避免损害共同获益潜力的集体行动难题所需，也即结构型领导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创业型领导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和智识型领导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结构型领导是指将占优势的物质力量，比如强制力、生产力和金融

力量，转化为产生新的合作方式或是催生新的多边协定或制度的国际谈判中的讨

价还价筹码之能力。创业型领导涉及议程设定，新的政策选项的创设，以及在国

际合作中为了实现更高目标的成就而补偿其中的利益相关方的权宜措施；智识型

领导则依赖知识和观念的力量来塑造支撑制度性安排的原则背后的思想、指导对

有关问题的理解、使政策方向指向更好的替代选择。扬认为，这三种形式的领导

权在２０世纪下半叶从环境议题到防止核扩散的多种国际制度建立的谈判中都是

显而易见的。

中国仍不是广为认可的国际领导者，迄今为止，欧盟的领袖们只是将习近平

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视为对抗特朗普治下美国的一种风险对冲。因此中国并未被赋

予足够的机会来证明她足以遂行这三种形式的领导权。平心而论，今日之中国已

经具备发挥有效之国际领导所需的绝大部分要素。此外，在较短的时间以及多个

领域内，中国已经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 （ＢＲＩＣＳ）、中非合作论坛、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在２０１７年９月发起成立的一个旨在促进中国与六个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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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 （Ｗ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以及金融稳定
委员会 （ＦＳＢ）———新的多边协商平台的建立等多个有说服力的案例中证明了自
身的潜力。

施展结构型领导权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定义、创造并巩固权力不对称性的必要

结构型权力。在多种衡量标准上，中国已经在这一点上超越或是取得与美国的平

等地位。根据ＩＭＦ测算，以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来
衡量，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即便就名义 ＧＤＰ而言，这一
超越也将在２０２５—２０３０年间发生）。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中国在２０１７年超越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早在２０１５年，中国就已经是９２个国家的最大出口
市场或是最大进口来源地，同期美国仅仅是５７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或是进口
来源地。即便在ＡＩＩＢ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成立以前，中国提供的开发融资就
已经超越了西方捐助国和美国主导的国际多边借贷机构提供的资金之和，也是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非洲和拉美软贷款的最大来源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关键的
南南发展伙伴之一，截止到２０１５年年底，直接或是通过地区和国际组织，中国
向１６６个国家提供了价值６３０亿美元的发展援助。① 根据日本瑞穗证券 （Ｍｉｚｕｈ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１８年的估算，中国的零售额将接近５８万亿美元。这将使中国成为
与美国相当的世界最大消费市场，从而同样具备扮演世界市场上最后的商品购买

方角色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制造能力、工程技术和

金融资源，以满足整个发展中世界对于从发电、智能电网、深水港、铁路、高速

公路、大众捷运、高速铁路到数字通信的一站式 （ｔｕｒｎｋｅｙ）基础设施日渐增长
的需求。没有一个超级大国曾经获得过如此的基础设施援建能力，更不用说帮助

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意愿。

持怀疑论者可能急于指出美国依然享有军事力量上的优势、科技上的领先，

同时美元的霸权地位也依然根深蒂固。此外，尽管经历了最近二十年快速的军备

发展，中国的武力投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人民币距离成为国际化的储备货币也

依然很遥远，更不用说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 （尽管人民币当前已经被纳

入ＩＭＦ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
事实上，当美欧在产出上增长缓慢的同时，中国正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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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传播领域迅速赶上美国。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一项分析，到２０１６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科研论文产出国，
而美国仍在引用率居于前１％的论文产出上领先中国。①

另一方面，对于国际领导国来说，旨在现存的任何多边机制内推动超越安全

领域的新的合作倡议，或是在气候变化、疾病控制、网络安全、电子商务领域达

成新的全球协议，需要的不是庞大的核武库以及数以百计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

硬实力并不能获得更多的讨价还价优势。与此同时，有些人认为美元霸权反而是

导致经常性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不稳定的最重要根源，也是妨碍超主权货币更广

泛使用的障碍，全球经济更需要提升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这
样的安排可以更好地解决全球储备货币的全球功能与主权货币发行国自身的政策

优先目标之间的内生冲突。② 中国一直是主张通过提升ＳＤＲ角色、功能的方式创
设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强烈倡导者③，并在２０１６年成为首个发行以 ＳＤＲ计价
债券的国家。

中国在最终达成 《联合国气候变化协议》 （Ｕ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的曲折且旷日持久的谈判中展示了其对于结构型权力的有效运用。在 《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２１次缔约方大会上 （ＣＯＰ２１），中国小心翼翼地使用了其
双重优势———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将自身承诺完成其２０３０年国
家自主贡献 （ＮＤＣ）方案这一单一最大让步且可接受的保证放到谈判桌上———
成为促成 《巴黎协定》的关键谈判方之一。④

根据美国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 （ＩＥＥＦＡ）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国现如
今已是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产能的世界领跑者，每年在可再生能源上的投资

超过美欧的总和。在２０１７年，中国以在２０２０年前在可再生能源上再投资３６００
亿美元的誓言基础上追加了其承诺。这意味着中国将大幅超额完成其所承诺的

２０３０年目标。中国正通过扩大其可再生能源转移海外的方式帮助许多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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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特别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其２０３０年国家自主贡献计划，且已经
在海外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上投入了３２０亿美元的资金。① 中国现如今还是全球绿
色债券市场的领导者，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占据的全球份额超过３０％。正如中国
作为典型展现的具有说服力的案例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将国家自主贡献要求转化为

改善经济结构和塑造新商业模式发展的动力做出了示范，它也使 《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得以在未来设立更具雄心的全球目标。

中国提供创业型领导的记录同样值得重视。在举办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杭
州峰会时，中国作为一个前瞻性的共识建设者的形象开始浮现出来。通过幕后

的努力，中国帮助重新定义了 Ｇ２０的使命，并在过程中赋予了其长期愿景。
根据亚洲观察 （ＡｓｉａＶｉｅｗｅｒｓ）咨询集团联合创始人纳迪亚·杜拉洛维奇 （Ｎａ
ｄｉａＲａｄｕｌｏｖｉｃｈ）和玛莉亚·塞西莉亚·佩拉尔塔 （ＭａｒｉａＣｅｃｉｌｉａＰｅｒａｌｔａ）的看
法，中国有效地将集团角色从灭火者调整到了为促进全球发展稳定提供先导性

措施上来。在中国的倡议下，Ｇ２０杭州峰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起草了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同意尽快批准 《巴黎协定》、启动 Ｇ２０
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以及全球基础设施联通联盟倡议，为发展

中国家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借由促成这些结论，中国帮助 Ｇ２０实现
了从危机管理机制向专注于旨在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长效治理

平台的转型。

中国创业型领导权的运用在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案例中同样令人印

象深刻。为使这一多边借款机构获得公信力，中国有意放弃了赋予自身否决权的

选项，尽管其认缴份额达到了３１％ （投票份额为２６６％）②、为印度预留的保留
份额给予了这一巨大的邻邦作为股东的荣誉、指定给亚洲以外国家的３席董事位
置使之更具包容性、与世界银行建立伙伴关系、采用全球发展融资的最佳实践以

及以美元来发放贷款和发行债券。

中国还在诸多不利条件下———例如中印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分歧，在联合国

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存在于印度、巴西一方与中俄另一方之间的分歧，较弱合作伙

伴自身经济的萎靡不振———从零开始建立起金砖国家峰会机制，此一不可思议的

创举展现了其对创业型领导权的运用。不到十年，中国就克服了五国间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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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尽管美国只持有１６８９％的投票份额，却依然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开发公
司的主要决策保有否决权。



的权力不对称性带来的敏感问题，稳步强化了共识，建立起了从意见交换平台到

旨在为实现促进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明确目标而采取有效合

作行动的重要机构。① 目前，从农业、国家安全、卫生到国际金融，已经有多达

５０多项与金砖机制相关的合作项目。② 新发展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ＣＲＡ）的建立都是不小的成就。此外，在厦门峰会上，中国推出了一项创新举
措，将金砖峰会从现有成员间的封闭性年度首脑峰会升级为更具包容性的平台。

在 “金砖＋”（ＢＲＩＣＳＰｌｕｓ）机制下，其他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可以在无须正式扩
员和改变身份的情况下作为主办国宾客受邀与会。在这项倡议下，“金砖＋”机
制致力于通过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而成为发展中世界政策协商的最关键

平台。

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倾向于认为提供智识型领导是中国最薄弱的环节，甚至是

长期存在的阿喀琉斯之踵 （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Ｈｅｅｌ）。他们认为，中国的威权政治体系总
是其负资产。尽管中国最近努力提升了其软实力，但能否让世界相信中国是一支

良性和仁慈的力量并将更多的人吸引到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全球共同体的愿

景上来仍然是存疑的。③

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仅仅通过重申其对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坚定承诺并以专项资源和具体计划予以支持，中国就能将自身定位成包容性增

长与平等的拥护者。通过不断表达对于未经安理会授权攻击他国领土的单边军事

行动的反对，同时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负担中承担更大的份额，中国可以可信地

将自身塑造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维护者。④ 习近平主席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表述，在２０１７年２月被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纳入其决议，
这对全球的发展中国家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ｕｔｈ）是个好兆头。这一表述，虽然被西方
的评论家们指责是模糊、空洞，却与有关全球共同体的社群主义想象产生共鸣，

不仅与特朗普 “美国第一”的口号形成鲜明对比，也比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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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３年中国提供的资金仅占维和行动总费用的３％，而今中国贡献了维和行动预算的１０２５％，

同时自２０１２年起中国为维和行动提供的人员远远超过了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派员的总和。参见ＬｏｇａｎＰ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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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规范论述上更胜一筹。①

美国和其他西方观察家经常陷入他们自我设定的认识陷阱，认为自由、民权

和民主比有效治理、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更受欢迎。弗朗西斯·福山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敏锐地观察到，在２０１６年前夕，“很大程度上隐藏于公众视野之后，
一场有关于正处竞争中的中西方促进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性竞赛正在进行中。这

一竞争的结果将在未来数十年决定许多欧亚大陆地区的命运”②。

在一个经济形势不确定、社会向上流动缓慢、经济不平等加剧、备受失业压

力与经济不安全感的劳工与白领阶层人数不断攀升的年代，中国发展模式对于世

界上许多地区的领袖和社会精英也将变得更具吸引力。与此同时，西方的自由民

主模式正在丧失其吸引力。正如爱德华·卢斯 （ＥｄｗａｒｄＬｕｃｅ）所说，西方国家
又回到镀金时代 （ｇｉｌｄｅｄａｇｅ）以来所仅见的最大规模经济不平等，是由于富人
掌握了操控立法和监管活动的大量政治权力所导致的。反过来，资源在 （收入）

分配顶层的集中导致了富裕精英对于公众生活更加不成比例的影响，进一步加剧

了对于公共政策偏离公众需求的不满。普选产生的民意代表越来越无力反映人民

的观点，政治沦为权贵的游戏。③ 罗伯特·福阿 （ＲｏｂｅｒｔＦｏａ）和雅斯查·蒙克
（ＹａｓｃｈａＭｏｕｎｋ）提供的所有经验证据都表明，在西方成熟民主国家，代议制民
主正面临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④ 显然，如果西方的政治
领导人想要捍卫自由民主的优越性，他们需要在自己的家园内开始其自救任务。

在２０１７年，中国接待了４８万国际留学生，很快还将超越英国和澳大利亚成
为第二大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其中 ２／３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

８８％为自费留学生。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南亚、东南亚国家，将其处
于职业生涯中期的高级官员和专业人士派往中国接受高级培训。当下中国每年为

一万多名非洲官员提供培训。他们不仅学习中国治理体系或国家主导增长模式的

基本构成要素，还学习农村发展、农业援助、城市规划、公共住房、犯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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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绿色能源等更为便捷实用的知识。许多科学家和工

程师也来到中国以中国的技术标准接受培训，因为现今中国在从核电、清洁能

源、高速铁路、５Ｇ移动电话到人工智能的广泛工业领域出口其标准，特别是通

过其在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投资。资深中国专家也在包括国际标准化组

织 （ＩＳＯ）、国际电讯联盟 （ＩＴＵ）、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ＥＣ）在内的开发和认证

标准的国际组织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职位。①

简而言之，中国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构性能力和将其转化为

行使国际领导权的有力优势的技巧。但是，尽管已有前述凭证，中国仍然谨慎且

有保留地看待 “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提法，更不用说像是 “中华治世”这

种带有挑衅性 （且容易导致国际误解）的概念。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推

断，在从贸易、发展援助、地区基础设施、多边贷款、金融稳定、环境、绿色能

源到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些越来越广泛的政策领域中，中国已经准备好发挥与其国

家优先目标相容，也与其作为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相匹配

的国际领导角色，而且是内嵌在既有的多边架构内。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对中国正

在形成中的全球战略轮廓的简要分析来证明这一推断。

三　正在浮现的中国全球战略的轮廓

中国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战略首先旨在支撑其包括在２１世纪中期使中国成为

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恢复其在世界上恰当位置的民族伟大复兴宏愿。

为此，中国的全球战略应致力维持并创造一个和平、稳定和建设性的环境，以实

现这一最大的长远目标。

其次，中国的全球战略依托于其富有韧性和效率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共产

党赋予整个国家机构政策连贯性和方向感，促成国内不同组成部分和利益相关方

就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目标达成社会共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政府在创造市场架构并引导改革、重组和制度创新的过

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国家的全球战略应与强化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及韧性相辅

相成。

最后，中国的全球战略同样源自于中国人民在几千年中积累起来的历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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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版。



验和智慧，以及中国政治精英对于正在浮现的２１世纪的全球秩序和中国在其
中的恰当角色的想象。中国预见到并欢迎一个正在浮现的多极世界，在其中任

意一个全球大国都不能单方面地支配规范和规则，更不用说任意违反规范和原

则而不付出代价。中国的政治精英同样还想象着一个新兴的全球共同体———人

类命运共同体，它与经济全球化和维系国际和平的共同利益、促进发展和保护

全球公域紧密相连。但是这一新生的全球共同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面对地缘

政治对抗、大众对于惊人不平等现象的激烈反抗、文明的冲突以及全球发达与

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时依然十分脆弱。

因此，新兴的全球秩序将不会 （可能也不应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或是围

绕中国的利益来运转。中国理性而务实的选择是准备成为多边主义的主要 （但

不是唯一）的担保者，这是维持一个开放、富有活力且具有包容性的全球经济，

与有效因应全球共同体的社会可持续性发展面临的新的威胁与挑战之唯一可行途

径。中国愿意在现有多边机构里承担更大的责任，共同管理全球经济，为深化与

世界主要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建立新的制度和机制，但是，中国也应当在它感到

更加自信的领域以恰当的步伐 （也即与其能力和作为正在崛起的人口最多的发

展中国家地位相称的速度）提升并扩大其对于全球治理责任 （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的承诺。

尽管仍处于持续展开与完善化的过程中，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

国正在酝酿的全球战略的轮廓更加清晰可见。基本上，它由四个关键部分组成：

第一，追求与现有霸权的 “建设性交往”。中国版的建设性交往是在新型大

国关系的倡议下提出的。中国领导人深刻理解中美关系纽带 （ｎｅｘｕｓ）是２１世纪
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们希望通过定期的战略对话在最高层发展关系、建立信任

和相互尊重，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寻求合作，管控贸易摩擦和其他经济争端，提

出办法来限制和减轻战略冲突与对抗，并诱使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合理

范围内尽一切努力防止最坏情况，也就是避免中美战略摊牌，否则可能将整个世

界推入 “第二次冷战”乃至撕裂已经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结构。①

第二，捍卫、擦亮和改革多边主义。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日益浮现的全球

角色需要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边协定的基础上。然而，这一基础现在已摇

摇欲坠，需要被翻新、升级和 （或）改造，以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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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迈克尔·林德在其最近的论文里生动地描述了最糟糕的情况，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ｉ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ｖｓ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ＷｅｌｃｏｍｅｔｏＣｏｌｄＷａｒＩＩ，”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ｐｒｉｌ１５，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ｒｇ／ｆｅａ
ｔｕｒ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ｖｓｒｕｓｓｉａｃｈｉｎａｗｅｌｃｏｍ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ｉｉ２５３８２。



国认为今天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不完美、不充分的。虽然中国赞同其大多数自由主

义的特征，但并不赞同其中显在或隐含的僵化的等级制，更不用说创立者频繁的

片面违规行为。中国已经着手在主要发展中国家间建立共识，在 “多极化和国

际关系民主化”的中心主题下提出改革议程，特别是推动朝向一个更具代表性

的全球治理结构，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多的发言权和责任，不仅在制定规范和原则

方面，也在执行层面上更加强化平等原则。中国还提议提升现有机构的功能和作

用范围，以使它们更好地应对由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失衡、巨型跨国公司的垄断

权力、世界人口爆炸以及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挑战。中国寻求充分利用两个关键的

政策协调平台来推进其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议程。在２０１７年金砖国家厦门
峰会启动的旨在接触更多像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这样的重要新兴经济体的 “金

砖＋”机制下，中国寻求利用这一平台在新兴经济体间塑造共识及阐述发展中
国家的集体利益。中国重视 Ｇ２０作为两个全球群体的核心领导小组之间对话、
谈判、协调的关键平台之作用，一个是 Ｇ７（代表发达世界的核心小组），另一
个是 “金砖＋”（代表发展中世界的核心小组）。

中国还展现了其建立诸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

的多边机制或安排以应对现有全球或地区多边机制短缺的决心。通过这样做，中

国得以对现有的多边机制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便推进及时的改革与升级。例如通过

建立诸如 《清迈协议》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这样的多边临时换汇与货币清

算安排，参与国得以形成集体预防机制，以防止掠夺性的对冲基金针对脆弱成员

策动汇率危机而引爆具有传染性的地区金融危机。同时这些新机制也迫使 ＩＭＦ
重新审视其严苛的纾困条件，并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的必要性问题上接纳新的机

构观点。①

然而，中国正在推动的是全球秩序的谨慎改革而非另起炉灶。许多人相信中

国主导的金砖国家集团并没有流露出寻求推翻或破坏国际秩序稳定的迹象。金砖

国家 《厦门宣言》（与之前的宣言一样）重申了其对现状的支持，没有任何弱化

现有制度或安排的企图。② 在２０１７年峰会的宣言中，金砖国家领导人确认 “我

们将坚定不移的维护联合国的中心角色、《联合国宪章》所阐明的宗旨和原则、

３６

改良主义而非修正主义：中国全球角色的浮现

①

②

事实上，ＩＭＦ已经重新审视了其过往的紧急纾困借贷行为并在监管国际资本流动上采纳了新的机
构观点。比如，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ｌｏｗ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ＩＭＦＰｏｌｉｃｙＰａｐｅ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ｙＰａｐｅｒｓ／Ｉｓｓｕｅｓ／２０１７／０１／１３／ＰＰ５０８１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ｌｏｗ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

ＯｌｉｖｅｒＳｔｕｅｎｋｅｌ，“ＴｈｅＢＲＩＣ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Ｘｉａｍｅｎ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ｏｓ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Ｗｏｒｌｄ，Ｓｅｐｔｅｍ
ｂｅｒ７，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ｏｓ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９／０７／ｌｅａｄｅｒ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对国际法的尊重，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促进民主与法治为基础的公平、公正的国际

秩序”。金砖国家领导人还承诺：“我们重视二十国集团继续作为国际经济合作

主要论坛的作用，重申落实包括杭州峰会和汉堡峰会在内的历届峰会成果。”

第三，深化南南经济合作。随着中国在产业阶梯上的升级，中国认识到深化

和制度化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伙伴关系的巨大潜力，因为它们与中国之间

的优劣势彼此高度互补，而且意识形态分歧和地缘政治摩擦的问题通常也不存

在。许多南方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可耕地，而中国正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石

油、矿产、谷物和其他大宗物资。大多数此类国家面临着投资资本和外汇储备的

长期短缺，而中国拥有丰富的储蓄盈余并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大多数此类国

家仍然有着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具备巨大的潜力来承接转移自中国的劳动密

集型制造活动，而中国的制造业部门正面临着产能过剩、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

的压力，被迫向产业阶梯的更高阶段升级。大多数此类国家面临着缺乏现代化基

础设施的严重瓶颈，而中国拥有空前的工程和融资能力，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在较

短的时间内提供世界级的一站式基础设施。大多数此类国家土生土长的企业家阶

层薄弱、国家能力微弱、治理水平低下，而中国在国家能力建设、经济发展规

划，以及如何为中小企业，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微型企业和个体运营商，创造有利

的增长环境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十年来，中国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 “地区 ＋１”（ｒｅｇｉｏｎｐｌｕｓｏｎｅ）制度体
系来扩大和深化经济伙伴关系，比如东盟—中国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

拉伯国家合作论坛、“１６＋１”领导人会晤 （囊括１１个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与５
个巴尔干国家）、中国与拉美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大多数此类 “地区 ＋１”
制度都带动了政策工作组、商业理事会、地区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专项投资基金的

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代表了旨在加速欧亚大陆与其他地区融合的一项更具雄

心的计划。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旨在建立一个将扩展到拉美并将通往

欧洲的北极航线包括在内的全球基础设施网络。首要目标是加深与沿线国家在贸

易、投资、技术、文化上的联系，为维持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势头提供新的经

济动力。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和范围是惊人的。它将至

少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大七倍 （以２０１７年的美元计算）。中
国还谨慎地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大，该组织成立的初衷是加强西部边境的安全

环境、抵御跨境的宗教极端分裂分子的威胁，通过邀请印度和巴基斯坦 （其他

有潜力的候选国包括蒙古国、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加入为 “一带一路”建

设奠定坚实的地缘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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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保卫国家的经济生命线。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相连，它也更

加脆弱地暴露在可能扰乱或截断贸易路线、能源供应、跨境金融交易与信息流

动的各种潜在威胁面前。例如，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曾点出中国的 “马六甲困局”（ＭａｌａｃｃａＤｉ
ｌｅｍｍａ），意指中国８０％的能源需求来自中东，而马六甲海峡成为其途中的咽
喉节点。为对冲最糟糕的情况，中国建立了一系列备用体系或多种替代方案，

并迅速升级其海军力量以遂行海外任务。中国已通过马来西亚、缅甸、巴基斯

坦、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建立了多种替代性的航运和能源供应路线。中国还发展

了自己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ＢＤＳ）以作为美国控制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ＧＰＳ）的替代选项。中国正在建设一种基于 ＩＰＶ６的新版全球互联网基础设
施，在其中美国不再垄断对根服务器的控制。中国已经升级了自身的银联

（Ｕｎｉｏｎｐａｙ）以使之成为与 Ｖｉｓａ、万事达卡 （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ｒｄ）比肩的全球支付处理
系统，以及创建自身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 （ＣＩＰＳ）作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
电讯协会系统 （ＳＷＩＦＴ）的后备选项。中国还在数字防火墙之后培育诸如阿里
巴巴、腾讯、百度等本土的数字巨头以与亚马逊、脸书、谷歌竞争。这些替代

和后备系统服务有三个目的：对冲安全风险、刺激新型商业模式和新技术的成

长，使中国脚踏实地地成为另一套基本的全球商业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与管理

者，成为装备齐全的经济巨头。

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发展军事联盟并非中国全球战略的组

成部分。中国仍然坚守长期坚持的不结盟与不干涉政策。中国领导人相信，军事

联盟往往会加剧而非减轻在动荡地区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ｒｅｇｉｏｎ）的敌意和冲突。而且，
如果中国发展联盟 （可能是与俄罗斯），那美国对于中国的敌意只会强化，中美

双边关系也将变得更加不稳定。① 另一项与美国全球战略形成鲜明对比之处在

于，由于美国主导的轴辐体系在 “海洋东亚”的强势存在和中日之间的持久敌

意，中国仍然没有能力在地理邻近性和文化亲和力的基础上依靠广泛而有凝聚力

的战略与经济伙伴来支撑其领导地位的事实。但是，中国已设法在沿着其边境的

“大陆东亚”维持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轴辐体系，并渴望抓住机会打造与日韩之间

更为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刚刚提供了东北亚三国克

服相互间政治分歧和共同努力谈成东北亚自由贸易协定的所需动力。为了对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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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ＺｈｏｕＢｏ，“ＴｈｅＵＳｉｓＲｉｇｈｔ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ｎｏＡｌｌｉｅ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ＤｏｅｓｎｔＮｅｅｄＴｈｅｍ，”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ｎ
ｉｎｇＰｏｓｔ，Ｊｕｎｅ１３，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ｍｐｃｏｍ／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９７４４１４／ｕｓｒｉｇｈｔｃｈｉｎａｈａｓ
ｎｏａｌｌｉｅ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ｄｏｅｓｎｔｎｅｅｄｔｈｅｍ



国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三国可以利用三边自贸协定作为建立一个联结欧盟、东

盟、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全球自由贸易轴辐体系的关键枢纽。这是２０１８年５月中
国总理李克强在东京举行的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三边会晤中

正式提议的 “中日韩 ＋” （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Ｋｏｒｅａ＋Ｘ）方式所暗示的愿景。最后，
在中国领导人的脑海中，其全球战略的要旨不仅要维持中国自身进一步的发展，

还要维持而非损害全球化进程，这是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外部条件。但

是，中国也倾向于以国家、地区和全球范围上更有效的监管机制来驾驭和重新设

定全球化的路径，以控制其干扰性的 （甚至是破坏性的）社会、政治和环境后

果，扭转过去为人诟病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趋势，并设法扩大通过上层财富

增长带动底层经济增长的 “涓滴效应”。

四　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吗？

中国是一个试图建立一套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相对立的全面体系的修正主

义国家吗？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本质，也取

决于是从 “西方中心”的视角还是从全球共同体的视角看待中国崛起 （以及非

西方世界作为整体崛起）的多方面含义。那些对 “中华治世”前景感受到威胁

的西方意见领袖们经常使自己陷入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两类西方中

心思维中去。

首先，他们倾向于将自由主义的三个元素混为一谈：政治自由主义 （与威

权主义相对）、经济自由主义 （与经济民族主义或重商主义相对）和国际关系理

论家使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 （与现实主义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相对）。① 他们假

定这三种元素总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没有认识到三者之间的固有紧张和矛盾。事

实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经济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带来了丹尼·罗德里
克 （ＤａｎｉＲｏｄｒｉｋ）所谓的 “超全球化”（ｈｙｐ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而其结果却是损害
民主、侵蚀国家主权、破坏社会团结。② 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过去三十年的新自由

主义转向导致了经济权力空前集中在一些巨型公司手中，它们得以运用自身的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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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ａｎｓＫｕｎｄｎａｎｉ，“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Ｇｅｒｍａｎ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Ｆｕｎｄ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ｅＢｒｉｅｆ，Ｍａｒｃｈ３，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ｍｆｕｓ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ａｔ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

ＤａｎｉＲｏｄｒｉｋ，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ｄｏｘ：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Ｙｏｒｋ：
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２０１２



断性权力和非常规的政治影响获得巨额的经济租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ｎｔ）。① 此外，仅

有微弱的历史证据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是基于规则的开放多边贸易体系，

或是更宽泛意义上基于规则的国际关系的更为可靠的支柱。历史殷鉴不远，人们

不应忘记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引发保护主义升级和世界贸易彻底崩溃的正是民主政

体。１９３０年的 《斯穆特—霍利法案》 （ＳｍｏｏｔＨａｗｌｅｙＴａｒｉｆｆＡｃｔ），在郝伯特·胡

佛 （ＨｅｒｂｅｒｔＨｏｏｖｅｒ）总统不顾１０００多位经济学家的反对下签署生效，使世界陷

入了大萧条。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美国对外贸易总量缩减了近乎２／３，世界贸易规模

也萎缩了近４０％。用一个当代的参照，根据ＷＴＯ的统计，实施民主的发达市场

与新兴市场一样，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大量实施了非关税壁垒。② 美国 （加上法国、英

国两个所谓自愿参加的盟友）经常在没有获得安理会授权的条件下就对外国发

动军事进攻，构成了损害联合国权威的最坏纪录。认定采行非西方政治体制的国

家必然无法成为多边主义称职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是一种自以为是且道貌岸然的

假设。

许多主流国际关系学者都没有认识到，事实上成为多边主义负责任的利益攸

关方的先决条件包含以下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机构，可以做出坚

守多边体制安排的可信承诺，具备所有必需的行政、监督、管制、财政、强制和

法律执行能力以履行其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和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社会里所承担

的多重义务和责任；二是一个建立在制度和文化基础上具有合法性支撑的富有韧

性的政治体系，能够有效应对因经济开放带来的经济 （再）分配的国内冲突，

并有效因应外部经济冲击的压力；三是该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有能力应付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不可避免带来的结构调整的社会经济后果，更重要的是能维

持一种广泛社会共识基础来支持经济对外开放的原则，并接受成为开放且基于规

则的国际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必要性。就满足这三个条件而言，西式的代议

民主政体是否必然优于中式制度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他们倾向于将现存的等级秩序与自由主义的规范和规则混为一谈。如

果预设自由国际秩序只能在美国和西欧构成其核心，并让西方国家在现有的安排

下继续享有其优厚的地位和特权的情况下，才得以延续，那么，像中国这样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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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ｏｚｕｌＷ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Ｂｌａｎｋｅｎｂｕｒｇ，“ＴｈｅＲｅｎｔｉｅｒｓＡｒｅＨｅｒｅ：Ｒｉｓ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ｎｔｉｅｒＣａｐｉ
ｔａｌｉｓｍ，”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５，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ｏｒｇ／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ｉｓ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ｎｔｉ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ｂｙ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ｂｌａｎｋｅｎｂｕｒｇ２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ｏｚｕｌ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１７０９？ｂａｒｒｉｅｒ＝ａｃｃｅｓｓｒｅｇ

ＥｒｉｋＲ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ＰａｕｌＡＬａｕｄｉｃｉｎａ，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１７－２０２１：ＴｈｅＡｌｌＴｏｏＶｉｓｉｂｌｅＨａｎｄ，
Ｃｈｉｃａｇｏ：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７，Ｆｉｇｕｒｅ５



且非西方的崛起超级大国进入这一核心就必然被视为是一种修正主义威胁。这一

推理同样适用于任何其他不符合西方自由国家模式但渴望成为这一特权俱乐部的

核心成员并拥有平等发言权的重要新兴力量。所以上述的逻辑推理是：一旦核心

国家变得不那么 “西方”了，国际秩序也就变得更加不 “自由”了，反之亦

然。① 显然，ＩＭＦ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ａｇａｒｄｅ）对两者不应混为
一谈有更好的理解。她在２０１７年７月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提醒她的听众，ＩＭＦ架
构存在一个有序继承的机制，即 “如果中国和其他大型新兴市场的增长趋势继

续下去，而且他们的分量都及时反映在 ＩＭＦ的投票结构里，那 ＩＭＦ的总部是有
可能在十年内迁往北京的”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一次调整其配额比例与投票

结构是在２０１０年。在她看来，这是一种 “可能性”，因为 ＩＭＦ的制度规范并不
排除向上流动或是领导层的逐步重组。

这两类形式的西方中心思维非常地 “独厚欧洲”（ｐｒｏ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ｓｔ），也使得
许多西欧的政治领导人不假思索地成为现状的捍卫者，同时也给了他们过度的自

负感。他们没能看到在主权国家间找到建立并保持一种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关

系的可行方式之紧迫性，今日所有国家都深嵌于复杂的相互依存并被世界的其他

部分密切包围，但却被不同的政治体系所统治，走在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不同轨

道上，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规模和非常多元的文化和宗教遗产。在今天的世界，

如果我们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理解无法超越西方中心思维的窠臼，文明冲突将是

必然的结局。

而且这两种形式的思维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自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对世界 ＧＤＰ增
长的贡献度达７０％以上。根据普华永道 （Ｐｒｉｃｅ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１７年发布
的一份研究报告，就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ＧＤＰ而言，新兴七国即中国、印度、
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在１９９５年已经相当于七国集团
（Ｇ７）经济规模的一半，在 ２０１５年已经与 Ｇ７的规模等量齐观，并且预计到
２０４０年可能达到Ｇ７规模的两倍。③ 因而，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国际秩序的领导
核心将不可避免地被稀释与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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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加德在 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２４日位于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的活动上作此表述，参见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ｕｓｉｍｆｃｈｉｎａｌａｇａｒｄｅｉｄＵＳＫＢＮ１Ａ９２２Ｌ。

她指的是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条款的第１３条第一款。该条款写道：“基金组织总部应设在持有
最大基金组织份额的成员国境内。”

ＰｒｉｃｅＣｏｏｐｅｒ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２０５０：ＴｈｅＬｏｎｇＶｉｅｗ：ＨｏｗＷｉｌｌ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ｄ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ｂｙ２０５０？”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ｗｃｃｏｍ／ｇｘ／ｅｎ／ｉｓｓｕ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２０５０ｈｔｍｌ



如果我们超越这两类西方中心思维概念，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世界

秩序剥离其特殊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令人信服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带有改革主义

议程的崛起中的全球大国。① 中国正在崛起的全球角色将有助于加强和重塑支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许多重要原则，就这层意义上讲，中国是一个

改革者 （而非修正主义者）。首先，中国赞同一个以规范为基础而非以权力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它坚持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其中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国 （Ｐ５）

在安全理事会中享有否决权，并将侵略和以战争手段追逐国家利益定义为非法。

中国签署了防扩散问题上所有主要的国际机制，并在它们的执行上发挥了作用，

包括积极参与促成伊核协议，以及在缓解朝鲜半岛酝酿中的核危机方面扮演的关

键角色，这是特朗普总统也公开承认的。

中国在包容、非歧视、互惠和透明的原则下拥抱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中国

偏好开放的地区主义，拥护以多边途径实现贸易自由化。中国坚持在 ＷＴＯ框架

下或通过多边发展援助机构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特别援助以及优惠待遇的准则。现

如今，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的维护者、是有助于包容性增长

和强化社会可持续性目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者，以及全球化的捍卫者。中

国通过多边协议和全球协作机制努力在保护全球公域上做出恰如其分的贡献。无

论是在诸如联合国、ＩＭＦ、世界银行等现存多边机制，或是通过改革全球治理机

制应对新型全球挑战，中国也都展现出了承担更大责任的强烈意愿。在很大程度

上，许多西方国家应当庆贺自己经由社会化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而成功地将中国融入

一个基于多边主义的自由世界秩序。

然而，社会化进程日益成为一条双向通道。正如中国官员已经被社会化或开

始将认同、政策取向、规范、程序等全球制度的特征内化，他们也带来了一些改

革议程。他们一直在努力推动这些多边机构超越其既定的内生规范和实践，并在

某些情况下，推动其治理结构的变革。② 例如，中国已经成功地推动 ＩＭＦ加强对

“主要发达国家”的监管而非仅仅关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经常账户的失衡导

致了金融和外汇的不稳定，启动对 ＩＭＦ配额制度 （投票份额）的定期审查，以

及将中国的人民币纳入 ＩＭＦ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让大多数西方领导人真正

９６

改良主义而非修正主义：中国全球角色的浮现

①

②

从不同角度出发，在兰德公司的最新研究报告中，迈克尔·马扎尔也认为，宽泛地讲，中国不应

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反对者或是破坏者，而应被视为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ｚａｒｒ，Ｓｕｍ
ｍａｒｙ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ｎｔａＭｏｎｉｃａ：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ｐ１４。

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ｈｉｎ， “Ｔｗｏｗａｙ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ｎｄ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Ｂｒｏｗ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ｏｒｌｄ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１９，ｉｓｓｕｅ１，２０１２。



焦虑的是，中国对其自身的发展制度越来越自信，并且表现出一种向其他发展中

国家分享其经验的强烈意愿。事实上，越来越受欢迎的中国模式正在挑战许多西

方价值和固有制度的普世性，这些价值和制度被西方奉为是建立合法政治秩序和

追求经济现代化的最佳选择。中国模式在实现回应型政府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上挑

战了西方自由民主或自由市场体系的优越性。中国的政治体系优先考虑社会赋权

和经济发展而不是政治权利，并在个人自由之前优先考虑有效治理和社会稳定。

中国也赞成一种替代路径来深化经济伙伴关系和地区一体化。不像美国主导

的援助机构仅仅愿意背书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针，中国倾向让政府、多边政策协

调机制、多边借贷机构以及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上发挥更大的作

用。也不同于欧盟模式或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国推动的区域主义和经济伙伴

关系并不将安全同盟和民主国家的团结作为深化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然而，

这一方式并非中国首创，因为东盟 （以及其他非西方地区）已经践行了数十年。

但是，中国不太可能劝说发展中世界不加批判或是全面地采用其发展模式，

因为这一做法与其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座右铭和累积的经验背道而驰。根据自身

的经验，中国反对在华盛顿共识下一刀切的做法，并且不相信历史终结论的社会

发展模式最终趋同的主张。很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在培训发展中国家官员时，中

方人员反复提醒他们，中国发展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存在可以为解决各自国家

的社会经济挑战提供正确且完整的答案的标准教科书。在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每一

个阶段，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试图使相关的知识和实践适应于他们国家自身的

历史条件和特定情况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干中学”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ｄｏｉｎｇ）。
他们也经常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难以轻易地移植到其他社会文

化背景中去，毕竟中国在反帝斗争和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走了一条相当独特的轨

迹，更不用说中国还有着巨大的规模、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最后但并非

最不重要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与特定的意识形态要求相

挂钩，尽管中国软贷款和援助的分配很可能也有一定的地缘政治考虑，并涉及其

他对外政策优先事项的考量。

许多西方政治领导人还担心中国已经准备好并渴望填补美国盛世和平退缩后

留下的所有真空。这是一种典型的伪问题，因为它与中国领导人的世界观以及如

何看待自己国家在其中合适角色的思维并不合拍。首先，中国没有意愿或是倾向

去缔造另一个霸权，或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施展其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优

势，或在可以想见的最远范围内扩大其安全需求并抵御任何可见的潜在挑战。因

而，在一个后霸权世界，许多所谓的战略真空可能根本不是 “真空”。随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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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势力的消退，这个世界仅仅是在回归 “常态”，也即是在美国军事、政治、

经济和意识形态霸权影响力消退后浮现的自然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和区域性

动态均衡所可能导致的局面，并不一定会比美国自告奋勇担任世界警察或主导区

域军事平衡情况下更糟糕。

毕竟，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的 “民主帝国主义”计划为阿拉伯世界的许多

地方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① 华盛顿共识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处方使许多发展中

国家在资产泡沫、金融危机、有害金融衍生商品泛滥面前变得更加脆弱，同时大

多数国家都被迫缩减或废弃为其最脆弱群体提供社会保护的能力和政策工具。小

布什政府的 “政权变更”政策明显地加剧了 （如果不是直接导致）伊朗和朝鲜

半岛的核危机。在许多地区，中国并不被期望 （更不用说欢迎）成为一个 “不

请自来的国际警察或是政治导师”。在长期坚持的不结盟和不干涉内政政策的情

况下，中国也没有意愿去这么做。

在另一方面，中国被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期待甚至是欢迎在现有多边框架下

承担更大的责任。鉴于其体量，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通过 Ｇ２０和其他多边机构
以及政策协调平台共同管理全球经济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中国已经大大增加了

其对联合国、安理会维和行动以及联合国大家庭里一连串专门机构的财政和实物

援助，而美国却正在削减其对联合国预算的年度贡献并已经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与人权理事会。

在许多情况下，中国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期待并欢迎在现有多边安排下的国

际公共产品处于短缺时提供补充性产品。亚投行之所以非常受欢迎是因为，无论

是私营部门的资金，还是东道国公共部门的预算，或是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多边借

贷机构，都无法满足这些地区对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在亚洲开发银行最近

的一份报告里，亚开行警告称，２０１７—２０３０年，亚洲需要投资２６万亿美元来解
决世界上增长最快经济体发展的严重的基础设施短缺问题。然而，该报告除了重

复政府需要动员更多资源和使基础设施投资对私营部门更具吸引力的口号外，并

未提供克服这一瓶颈的具体解决方案或建议。②

在其他情况下，中国被期待并欢迎来提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尤其是当他们

压抑的需求被美国主导的多边机构或西方捐助者所忽视时。例如，相比传统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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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范围的投资，尽管潜在的回报率很高，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区域性公共产品

依然面临着严重的融资不足问题。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投资每年仅占官方发展援

助总额的２％—３５％。区域投资的回报率可能很高，特别是在非洲，对跨国基
础设施和制度融合的投资能够减少由于区域内诸多小型经济体和诸多边界造成的

高成本。①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指引下，过去十年里中国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填补了

这一空白。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于２０１５年启动的非洲信息高速公路倡议。
这一泛非项目将提供价值１５０亿美元的高速光纤网络，连接４８个国家８２个主要
城市，并将在２０２３年建成后使数亿非洲人能轻松地接入高速网络连接。这一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倡议已经促使若干非洲国家制订并实施自身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相

关产业 （ＩＣ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ｅｃｔｏｒｓ）和电子商务的国家发展计划。
从中国政治精英的角度看，西方政治领袖真正需要担心的有两部分：第一，

如何在西方国家国内重塑支持经济开放和多边主义的社会基础；第二，在缺乏关

注的广泛全球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的 “真正的真空”。比如，为了全球共同体的

社会可持续性，世界迫切需要一个征税的全球监管机制来打击避税天堂和逃税的

猖獗行为，并迫使跨国公司和超级富豪履行他们的最低社会责任，即确保跨国公

司在他们产生盈利和 （或）开展增值活动的国家缴纳其应税的合理份额。否则，

大多数主权国家的财政危机将无法挽救，并且收入与财富的畸形分配最终将招致

灾难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② “真正的真空”清单是一份很长的清单，从保护全

球公域、维护移民的基本人权、节制高科技巨兽对市场垄断性权力的滥用、禁止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致命性自动武器 （如杀人机器人），到帮助确定电子合同、

数字支付系统以及消费者保护基本标准的全球电子商务规则创设等。

五　结论：前方之路

以美国优势地位为明显特征的战后世界秩序必须让位于一个更加真实的多边

秩序，在这一秩序里，没有全球大国可以单方面制定规范和规则，且所有关键方

都需要理解其他大国的不同观点和关切。如果西方政治精英对于保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自由世界秩序的遗产是真诚的，他们就必须认识到在既有多边安排下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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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６年Ｇ２０杭州峰会的公报里，二十国集团已经承诺致力于为一个 “公平和现代化的国际税

收体系”而工作，特别是通过打击避税，确保跨国公司在他们实现盈利的国家缴纳合理的税收份额。



平衡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利益和责任的迫切性，并且学会与一个没有达到他们的

全部期望、显然也并不符合他们价值喜好的中国共存与合作。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经常被美国的政策精英理解为其他大国应该拥

护由美国创建与设计的国际秩序，而且继续支持美国在这个秩序中享有制定符合

美国利益与价值观之规范的特权。对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认为他们将

接受这一观点，是一种狂妄的假设。对他们而言，做一个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

方”应该是意味着，如何使现存的国际制度与快速变化的世界更加一致，特别

是如何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求更加一致。尽管新兴经济体应当以有节制的速

度来推进以避免用破坏性的方式扰乱现存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制。对西方政治

领导人而言，最明智也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是，与中国 （以及其他关键新兴经济

体）就捍卫和改革现存多边制度，以及开展多边合作应对威胁到全球共同体社

会可持续性的诸多新挑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西方政治领导人不应被一些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的错误知觉所迷惑。是

的，中国正在寻求更加雄心勃勃的全球议程，也准备好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但

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它的全球领导角色仍将是有限的和嵌入式的 （ｅｍｂｅｄｅｄ）。以
大多数标准衡量，这并不等于追求一个 “中华治世”或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中国的国际领导权将 （也刻意）是有限的，因为中国只准备好在其资源、能力

和管理责任明显合宜的领域内发挥领导作用。中国的领导权将 （也被预期）是

嵌入式的，因为其领导角色将受到无数结构、制度和政治上的制约。这些制约包

括他自身发展的优先目标考量，兴起中的多级世界格局，现有和新兴的多边安

排，由各种行动者 （超国家机构、民族国家、次国家地区、跨国公司、大型银

行和金融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等）相互联结形成的高度多样

性的全球社会空间，以及高度相互依赖和数字化的全球经济，这个紧密的全球经

济体是通过互联网、无缝衔接的全球供应链、高密度的商业和金融网络、跨国精

英网络、复杂交叉持股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与合资企业和即时金融交易连
接编织在一起的。欢迎来到一个更加复杂的后霸权世界秩序，其复杂和多样性绝

非美国盛世的和平或是 “中华治世”架构所能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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